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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 模型在道德决策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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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德决策是指个体面临两种或两种以上道德观或道德需求之间的冲突时, 对行为和行为结果进行利

弊权衡并做出最终选择。道德两难困境是研究道德决策的经典范式, 而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受到诸多质疑, 

道德两难困境的不现实性及缺乏有效指标量化功利论和道义论倾向, 无法对道德决策进行准确解释。针对传

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不足, 道德决策 CNI 模型通过多项式建模的方法, 分别计算个体对结果(Consequences)的

敏感性、对道德规范(moral Norms)的敏感性以及个体的行为反应偏好(Inaction versus action), 能够更清晰的识

别影响道德决策的重要因素。未来研究应围绕影响道德决策的其他因素、道德情境的生态效度以及跨文化适

用性等方面继续完善 CNI 模型, 并进一步探索道德决策的潜在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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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德两难困境是道德心理学研究的经典范

式。最早的道德两难问题是由哲学家 Foot 提出的

电车困境：一辆失控的电车会撞死 5 名铁路工人, 

除非被试选择改变列车方向, 被试可以选择拉动

控制杆, 使电车转到另一条轨道上撞死 1 名工人, 

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会拉动控制杆吗(Foot, 1967)？

电车困境的另一个经典变式是天桥困境：在上述

情况下, 将一名男子推下天桥就可以挽救这 5 名

工人, 你会选择将这名男子推下天桥吗(Gardner, 

2016; Thomson, 1976)？Greene 等人将道德两难困

境应用于心理学研究(Greene et al., 2001), 随后这

一范式被广泛用于道德心理学的研究。 

传统的道德两难困境范式基于功利论和道义

论的反应可以通过一个原则对抗另一个原则的情

境(如电车困境)来衡量。为了揭示道德两难困境决

策的差异 , Greene 的道德判断双加工理论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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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两难困境有功利论和道义论两种原则, 功利

论与穆勒提出的道德哲学有关, 强调更大的好处

(即整体幸福感), 其决策标准是收益最大化(Mill, 

1992); 道义论与康德提出的道德哲学有关, 强调

权利和道义不可更改的普遍性, 其决策标准是符

合道德规范(康德, 1957)。被试行为选择的道德本

质是从其选择与功利论或道义论原则的一致性中

推断出来的(Greene, 2007)。根据功利论原则, 一

个行为选择取决于其对结果的影响。在某种程度

上, 如果行为的选择能够使结果利益最大化, 那么

它在道德上就是可以接受的(Conway & Gawronski, 

2013); 然而, 如果同样的行为选择降低了结果利

益或并不能使结果利益最大化, 那么它在道德上

就是不可以接受的。根据道义论原则, 一个行为

选择取决于其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在某种程度

上, 如果行为选择符合道德规范, 在道德上就是

可以接受的; 如果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 在道德

上就是不可以接受的。以这两种原则的观点看电

车困境和天桥困境, 根据功利论原则, 拉杆和推

人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两种行为都能

使结果利益最大化, 即如果有助于挽救 5 个人的

生命, 杀死 1 个人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根据

道义论原则, 拉杆和推人在道德上是不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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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因为这些行为与不应该伤害他人的道德规范

相冲突, 即不管结果如何, 伤害他人在道德上是

不可以接受的。因此, 认为这些行为可以接受的

被试通常被判定为做出了功利论决策, 而认为这

些行为不可以接受的被试则被判定为做出了道义

论决策(Janoff-Bulman et al., 2009)。 

尽管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在道德心理学中

被广泛使用, 但它却受到了许多质疑。其中一个

主要的质疑在于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的不现实

性(Gold et al., 2014)。例如, 有研究者认为, 被试

往往认为电车困境是有趣的, 但并不会发人深思, 

更不太可能引出与现实世界中道德情境相同的心

理过程(Bauman et al., 2014), 天桥困境同样如此。

道德决策研究应该通过使用与现实世界有更高相

关性的困境来解决这种质疑, 即提高道德两难困

境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的使用还有另外一个

缺陷, 缺乏客观有效的指标量化功利论倾向和道

义论倾向。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将功利论和道

义论看作两个对立原则(詹泽, 吴宝沛, 2019), 即

传统观点认为一种倾向越强 , 另一种倾向就越

弱。因此, 观察到的差异是模糊的, 不能确定观察

到的道德两难困境的决策是完全反映了功利论倾

向的选择 , 还是完全反映了道义论倾向的选择 , 

还是两种倾向中和之后的选择结果 (Friesdorf 

et al., 2015)。在传统的道德两难困境范式中, 功利

论和道义论反应的结果方面和道德规范的定义方

面没有被控制和操纵, 这也削弱了对观察到的反

应的理论解释。例如在电车困境中, 如果改变了

电车原来行驶轨道上工作人员的数量, 从 5 个人

改成没有人, 即这种行为不被道德规范允许, 且

行为的利益小于成本, 这时个体依然做出拉动控

制杆的选择, 那么个体的选择无法用功利论或道

义论来解释, 我们该作何解释？ 

除此之外, 对于被试在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

式的反应还有一些替代性解释, 被试的反应可能

不是处在功利论和道义论两种道德价值之下做出

的。对于一些个体来说, 他们的确可能愿意牺牲

一个人的生命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但对于一些

个体来说, 即使行为不会拯救其他生命, 他们也

愿意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同样, 对于一些个体来

说, 选择不作为可能是由于个体存在选择困难或

个体一贯不主动做出选择, 也就是说, 个体之所

以不愿意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救更多人或愿意牺牲

一个人以救更多人可能是由个体作为或不作为的

行为反应偏好所致。Gawronski 等人曾经研究了精

神病性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比起非精神病性被试, 精神病性被试在电车困境

中更倾向于做出 “会 ”的选择 (Gawronski et al., 

2017)。根据传统观点, 精神病性被试的选择被判

定为功利论, 而精神病性个体的道德价值观往往

是混乱的, 那么, 这种武断地将其归为功利论倾

向显然是片面的不合理解释。这些反映了传统两

难困境范式的解释过于简单化, 缺乏必要的客观

量化。 

为了解决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的劣势 , 

Gawronski提出了道德决策CNI模型(Gawronski et al., 

2017), 通过多项式建模的方法, 分别计算被试对

结果的敏感性、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以及被试

的行为反应偏好, 更准确解地解释个体在道德两

难困境中的反应。 

2  CNI 模型 

CNI 模型对功利论和道义论进行重新操作化

定义, 它将行为归类为功利论的原因是对结果敏

感, 因为利益最大化而选择作为; 将行为归类为

道义论的原因是对道德规范敏感, 因为行为与道

德规范一致而选择不作为 (Gawronsk i  e t  a l . , 

2017)。另外, CNI 模型也区分了功利论和对作为

的反应偏好, 道义论和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同

时, 它又将道德两难困境的反应结果考虑进来。

因此, Gawronski 在传统道德两难困境的基础上, 

建立 4 种类型的道德两难困境：(1)道德规范禁止

做出行为, 且行为的利益大于成本; (2)道德规范

禁止做出行为, 且行为的利益小于成本; (3)道德

规范允许做出行为, 且行为的利益大于成本; (4)

道德规范允许做出行为, 且行为的利益小于成本

(如表 1 所示)。CNI 模型使用多项式模型量化道德

两难困境决策的 3 个决定因素：(1)被试对结果

(Consequences)的敏感性 C (图 1 中的第 1 行), C

的值越高, 被试对结果的敏感性越高; (2)被试对

道德规范(moral Norms)的敏感性 N (图 1 中的第 2

行), N 的值越高, 被试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越高; 

(3)被试对作为或不作为(Inaction versus action)的

反应偏好 I (图 1 中的第 3 行和第 4 行), I 的值高, 

被试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越大, I 的值越低,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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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NI 道德困境样例 

道德规范禁止行为 道德规范允许行为 

行为利益大于成本 行为利益小于成本 行为利益大于成本 行为利益小于成本 

您是一名高度传染性疾病

爆发地区的医生。初步测试

表明, 一种新疫苗由于严重

的副作用, 未得到您国家卫

生部门的认可。疫苗的副作

用可能会导致数十名未感

染者死亡, 但该疫苗将通过

阻止病毒传播而挽救数百

人的生命。 

您是一名高度传染性疾病

爆发地区的医生。初步测试

表明, 一种新疫苗由于严重

的副作用, 未得到您国家卫

生部门的认可。疫苗的副作

用可能会导致数十名未感

染者死亡, 但该疫苗将通过

阻止病毒传播而挽救大约

相同数量的生命。 

您是一名高度传染性疾病

爆发地区的医生。初步测试

表明, 一种新疫苗由于严重

的副作用, 未得到您国家卫

生部门的认可。疫苗的副作

用可能会导致数十名未感

染者死亡, 但该疫苗将通过

阻止病毒传播而挽救大约

相同数量的生命。您的一位

同事计划使用该疫苗, 但是

您可以通过向卫生部门报

告他的计划来阻止他。 

您是一名高度传染性疾病

爆发地区的医生。初步测试

表明, 一种新疫苗由于严重

的副作用, 未得到您国家卫

生部门的认可。疫苗的副作

用可能会导致数十名未感

染者死亡, 但该疫苗将通过

阻止病毒传播而挽救数百

人的生命。您的一位同事计

划使用该疫苗, 但是您可以

通过向卫生部门报告他的

计划来阻止他。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疫苗是

否合适？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疫苗是

否合适？ 

在这种情况下, 将您同事的

计划报告给卫生部门是否

合适？ 

在这种情况下, 将您同事的

计划报告给卫生部门是否

合适？ 

资料来源：Gawronski et al., 2017 

 

 
 

图 1  道德决策 CNI 模型工作路径图 
资料来源：Gawronski et al., 2017 

 

被试在做决定时越倾向于作为, 而不考虑结果和

道德规范。 

多项式建模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方法, 多项式

加工树模型(Multinomial Processing Tree Model)

旨在将多种因素对反应的影响区分开(张红霞 等, 

2016; Hutter & Klauer, 2016), 能够得到具体的参

数估计值来反映不同的道德决策过程, 考察被试

在具有不同结果和道德规范要求的道德两难困境

中做出的行为选择所具有的不同意义, 这是目前

其他分析方法所不具备的。在社会心理学中, 多

项式建模已经被用于研究对痛苦的有意和无意的

共情(Cameron et al., 2017)、有意和无意的道德评

价(Cameron et al., 2017)以及内隐测量(Meissner & 

Rothermund, 2013; Nadarevic & Erdfelder, 2011)等。 

CNI 模型的 3 个参数 C、N、I 分别对应行为

选择由结果、道德规范和行为反应偏好所驱动的

可能性, 该模型的 4 条路径描述了行为选择的 4

种情况。当行为选择由结果驱动时, 符合功利论

反应模式, 这种情况由路径 C 描述, 代表结果驱

动行为选择的情况(图 1 中的第 1 行)。当行为选择

由道德规范驱动时, 符合道义论反应模式, 这种

情况由路径(1−C)×N 描述, 代表结果不驱动行为

选择的情况下, 道德规范驱动行为选择的情况(图

1 中的第 2 行)。当行为选择反映个体倾向于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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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 , 符合不作为反应模式 , 这种情况由路径

(1−C)×(1−N)×I 描述 , 代表结果和道德规范不驱

动行为选择的情况下, 个体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

(图 1 中的第 3 行)。当行为选择反映个体倾向于作

为时 , 符合作为的反应模式 , 这种情况由路径

(1−C)×(1−N)×(1−I)描述, 代表结果和道德规范不

驱动行为选择的情况下, 个体对作为的反应偏好

(图 1 中的第 4 行)。  

根据 CNI 模型的 4 条路径可以推导出相应的

数学方程式, 能够描述在 4 种类型的道德两难困

境中行为选择发生的可能性。方程可由以下方式

推导：(1)找到给定列中作为或不作为反应的所有

情况; (2)将每个情况对应到相应的处理路径; (3)

将这些路径在一个数学方程中表示。例如, 在道

德规范禁止行为且行为利益大于成本的道德两难

困境中, 选择不作为的路径有两条：(1)结果不驱

动行为选择但道德规范驱动行为选择 , 即路径

(1−C)×N; (2)道德规范和结果都不驱动行为选择, 

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 即路径(1−C)×(1−N)×I。这

一概率在数学上被描述为：p (不作为|道德规范禁

止行为, 行为利益大于成本) = [(1−C)×N]+ [(1−C)× 

(1−N)×I]。同理, 在道德规范禁止行为且行为利益

大于成本的道德两难困境中, 选择作为的路径也

有两条：(1)结果驱动行为选择, 即路径 C; (2)当道

德规范和结果都不驱动行为选择, 对作为的反应

偏好, 即路径(1−C)×(1−N)×(1−I)。这一概率在数

学上被描述为：p (作为|道德规范禁止行为, 行为

利益大于成本) = C+ [(1−C)×(1−N)×(1−I)]。同样程

序可以推导出其他 3 种类型的道德两难困境中作

为和不作为反应的方程式。对 4 种类型的困境和

两种潜在的反应(即作为与不作为), 共有 8 个方

程式。因为在给定的道德两难困境类型上做出作

为反应的可能性等于 1 减去在此困境类型上做出

不作为反应的可能性, 共有 4 个非冗余方程, 包括

3 个未知参数(即 C、N、I), 具体方程式如下所示： 

(1) p (不作为|道德规范禁止行为, 行为利益

大于成本) = [(1−C)×N]+ [(1−C)×(1−N)×I] 

(2) p (不作为|道德规范禁止行为, 行为利益

小于成本) = C +[(1−C)×N]+ [(1−C)×(1−N)×I] 

(3) p (不作为|道德规范允许行为, 行为利益

大于成本) = (1−C)×(1−N)×I 

(4) p (不作为|道德规范允许行为, 行为利益

小于成本) = C +[(1−C)×(1−N)×I] 

(5) p (作为|道德规范禁止行为, 行为利益大

于成本) = C +[(1−C)×(1−N)×(1−I)] 

(6) p (作为|道德规范禁止行为, 行为利益小

于成本) = (1−C)×(1−N)×(1−I) 

(7) p (作为|道德规范允许行为, 行为利益大

于成本) = C +[(1−C)×N]+ [(1−C)×(1−N)×(1−I)] 

(8) p (作为|道德规范允许行为, 行为利益小

于成本) = [(1−C)×N]+ [(1−C)×(1−N)×(1−I)] 

p 值是研究中已知的因变量, 通过带有 C、N、

I 三个未知参数的的方程式, 可计算出 3 个参数的

值。使用最大似然统计, 多项式建模生成变量估

计 3 个未知参数的估计值, 旨在减小被试对 4 种

类型的两难困境的反应中观察到的作为与不作为

之间的差异, 以及使用所识别的参数估计的模型

方程预测作为与不作为反应的概率间的差异。通

过拟合优度统计评估模型描述数据的充分性, 模

型拟合将反映在经验观察到的概率和模型预测的

概率之间的统计学上显著差异中。Gawronski 用

Multitree 软件建构多项式模型, 在软件中输入被

试对每种类型的道德两难困境做出的“作为”和

“不作为”的反应总和(即 8 个 p 值), 就能得到相应

的 C、N、I 参数的估计值。对于 C 参数, 估计值

显著大于 0 表明被试对道德两难困境的反应受结

果的影响; 对于 N 参数, 估计值显著大于 0 表明

被试对道德两难困境的反应受道德规范的影响 ; 

对于 I 参数, 估计值显著大于 0.5 表明被试对不作

为的反应偏好, 估计值显著小于 0.5 表明对作为

的反应偏好。 

3  CNI 模型在道德决策领域的应用 

CNI 模型已得到广泛的证实, 众多研究者从

不同方面探索 CNI 模型在道德决策中的应用。基

于现有研究, CNI 模型在道德决策的应用研究大

致可分为 3 类：个体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和社会

因素相关的 CNI 模型研究。 

3.1  CNI 模型应用于个体生理特征的研究 

目前对于 CNI 模型应用的研究中, 应用于生

理特征的研究包括性别、睾酮素和慢性压力对道

德决策的影响。 

传统的道德两难困境研究发现, 功利论和道

义论决策明显受性别影响。Valerio Capraro 等人研

究了道德决策中的性别差异, 研究结果发现女性

比男性更倾向于做出道义论选择 (Capra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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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pel, 2017); Arutyunova 和 Alexandrov 在俄罗斯

研究不同性别个体的道德决策特征, 评估 16~69

岁的 327 个被试的道德决策过程, 研究结果表明

男性更倾向于做出功利论选择 (Arutyunova & 

Alexandrov, 2016); 同样地, Armstrong 等人对 8 项

研究进行大规模样本分析, 证实女性比男性更倾

向于做出道义论选择, 研究者将道义论倾向上的

性别差异解释为, 由伤害规避和行为规避共同引

起(Armstrong et al., 2019)。这些研究从传统道德

两难困境角度发现性别在道德两难困境决策上存

在差异 , 男性比女性表现出对作为的反应偏好 , 

这种差异被解释为男性更倾向于做出功利论反应, 

但也可能是由于男性确实比女性有更强的对作为

的反应偏好。 

Gawronski 等人用 CNI 模型研究性别对道德

两难困境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 相对于男性来

说, 女性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更强, 对不作为的

反应偏好更强, 而在对结果的敏感性上, 两者并

没有显著差异(Gawronski et al., 2017)。从传统道

德两难困境的分析来看, 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

只关注道德规范禁止做出行为, 且做出行为的利

益大于成本的困境, 且在传统两难困境中, 个体

对作为的偏好被判定为被试具有功利论倾向。依

据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 性别对道德两难困境

决策的差异是由于男性更倾向于做出功利论反

应。而 CNI 模型能够为这一差异提供进一步的解

释 , 表明男女在道德两难困境中的差异是由于女

性对道德规范更敏感, 以及女性对于不作为的反

应偏好。 

Brannon 等人的研究发现睾酮素与道德两难

困境决策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先前关于激素影响

道德决策的研究表明, 较高水平的睾酮素与较强

的功利论倾向相关。研究者用双盲实验检验这一

假设, 研究对 100 名被试给予睾酮补充剂, 100 名

被试服用安慰剂, 结果与假设相反, 使用睾酮素

的被试在道德两难困境决策中更倾向于不作为。

CNI 模型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服用睾酮补充剂的

被试通过增加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来影响道德两

难困境决策。结果表明睾酮素在道德决策中的作

用比 以 往的 研究 结 果更 复杂 (Brannon et al., 

2019)。 

早期有研究考察压力与道德决策的关系。使

用不同的压力源和压力测量方法来检验压力对道

德决策的影响, 用演讲故事诱导 25 名被试产生压

力 , 通过问卷和心率评估压力水平和压力反应 , 

最后完成道德两难困境决策。研究结果发现相比

于对照组, 压力组的被试做出的功利论选择较少, 

且要用更长的时间来做出决定 (Starcke et al., 

2012)。Zhang 等人使用 CNI 模型对慢性压力和道

德两难困境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Zhang et al., 

2018)。研究者招募 197 名大学生被试完成了压力

知觉量表, 接着对道德两难困境做出决策。得出

的结果与之前研究一致, 即有较高慢性压力的被

试表现出更多的道义论倾向。研究使用传统分析

方法的结果表明慢性压力越大, 被试越倾向于做

出道义论反应。而 CNI 模型分析进一步表明, 比

起低压力组的被试, 高压力组的被试更倾向于不

作为, 即慢性压力影响道德决策是通过影响被试

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 而压力对道德规范的敏感

性和对结果的敏感性没有影响。 

3.2  CNI 模型应用于心理特征的研究 

目前对于 CNI 模型应用的研究中, 应用于心

理特征的研究包括情绪、人格特征、精神病性、

心理距离、认知负荷以及问题框架对道德决策的

影响。 

Gawronski 等人采用 24 个道德两难困境情境

(Gawronski et al., 2017)研究偶然情绪(快乐、悲伤

和愤怒)对道德决策的影响。研究者用不同的音乐

诱发被试相应的情绪, 用 CNI 模型探究情绪通过

何种方式影响道德两难困境决策(Gawronski et al., 

2018)。结果发现偶然快乐降低了被试对道德规范

的敏感性, 而不影响被试对结果的敏感性以及对

不作为的反应偏好(实验 1a 和 1b), 而偶然悲伤(实

验 2a 和 2b)和偶然愤怒(实验 3a 和 3b)对道德两难

困境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在研究偶然快乐对道德

两难困境的影响时, 首先分析了在传统两难困境

范式下被试对道德两难困境的反应, 即仅分析在

道德规范禁止做出行为, 且做出行为的利益大于

成本的困境下被试的反应。发现快乐情绪条件下

的被试表现出对作为的反应偏好, 传统方法将这

种差异解释为在偶然快乐情绪下, 被试更倾向于

做出功利论反应。CNI 模型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快

乐情绪条件下的被试对作为的反应偏好是由于偶

然快乐降低了被试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 且偶然

快乐对结果的敏感性以及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没

有影响。在研究偶然悲伤和偶然愤怒对道德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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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决策的影响中, 使用传统分析方法并没有显

示出悲伤和愤怒情绪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的影响, 

而 CNI 模型也进一步证实了偶然悲伤和愤怒可能

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没有影响, 即偶然悲伤和愤

怒对结果的敏感性、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 以及

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没有显著影响。研究说明

CNI 模型能为情绪与道德规范间的关系提供更细

致的分析, 揭示了情绪加工在道德决策过程中的

重要地位。 

Kroneisen 等人的研究探讨了 CNI 模型的基

本人格特征 (Kroneisen & Heck, 2019) 。采用

Gawronski 等人的道德两难困境材料 , 并用

HEXACO 人格量表评估被试的人格特征, 研究结

果表明诚实—谦卑性与个体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

呈正相关, 情绪性与个体对结果的敏感性呈正相

关, 而尽责性与个体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无关。

研究证明了 CNI 模型为基本人格特征和道德两难

困境决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释, 研

究发现道德决策的差异性可以通过将特定的人格

特 征 与 潜 在 的 道 德 推 理 过 程 联 系 进 行 解 释

(Kroneisen & Heck, 2019)。另有研究探究暗黑人格

与道德决策的关系, 结果发现, 在精神病性、马基

雅维利主义以及缺乏生命意义维度上得分更高的

被试, 在道德两难困境决策中更倾向于做出功利

论选择(Bartels & Pizarro, 2011)。更有研究证实了

功利论倾向与精神病性的相关性(Kahane et al., 

2015)。近期也有学者研究了 62 例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和 27 例对照组, 根据道德两难困境的反应检

验双相情感障碍对道德决策的影响(Larsen et al., 

2019)。结果表明, 与对照组相比, 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具有更高的功利论倾向。研究者认为由于传

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的影响, 其实践和临床意义

受到限制。综上, 早期研究发现表明, 用传统两难

道德两难困境范式进行的研究发现精神病性会增

加被试的功利论倾向。Gawronski 用 CNI 模型探

究 精 神 病 性 对 道 德 两 难 困 境 决 策 的 影 响

(Gawronski et al., 2017), 结果发现与非精神病性

被试相比, 精神病性被试表现出对道德规范的敏

感性降低, 对结果的敏感性降低, 以及对不作为

的反应偏好降低。传统分析方法表明高水平精神

病性被试表现出对作为的反应偏好, 即与非精神

病性被试相比, 精神病性被试更倾向于做出功利

论决策。CNI 模型为这一结果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 

表明精神病性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的影响是通过

降低这 3 个变量。 

也有研究者使用 CNI 模型考察了心理距离对

道德两难困境决策的影响(景夏慧, 2019)。研究结

果发现心理距离影响道德决策。心理距离影响被

试的行为反应偏好, 相比远心理距离, 近心理距

离条件下的个体倾向于选择不作为, 但心理距离

对结果的敏感性及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没有显著

影响。研究还发现情绪在近心理距离对道德决策

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相比远心理距离, 情绪影

响近心理距离条件下的被试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 

且积极情绪下个体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更高。另

外, 不管在心理距离近或远时, 认知负荷对道德

决策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肯定了 CNI 模型在解

释道德决策的行为选择和心理机制方面的作用和

价值。 

在传统道德两难困境领域中, 关于认知负荷

是否影响道德两难困境决策一直没有达成一致。

有研究证明认知负荷和功利论倾向存在负相关 , 

认知负荷有选择地减少了功利论倾向(Conway & 

Gawronski, 2013)。也有研究要求被试在认知负荷

条件下对道德两难困境做出反应, 研究者在 3 个

不同的国家进行了 1400 多项实验, 结果表明认知

负荷不会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产生影响(Tinghog 

et al., 2016)。Gawronski 等人用 CNI 模型探究认知

负荷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的影响(Gawronski et al., 

2017), 发现高认知负荷条件下的被试在道德两难

困境决策中更不愿意接受行动, CNI 模型的进一

步分析表明, 认知负荷通过增加被试对不作为的

反应偏好影响道德决策, 而对结果和道德规范的

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使用传统道德两难方法分析

认知负荷的作用, 结果仅能表明高认知负荷条件

下的被试表现出对作为的偏好较弱, 而 CNI 模型

的分析为这一结果提供了详细解释。 

Gawronski 等人在问题框架对道德两难困境

决策的影响研究中发现, 对道德行为的关注会增

加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 降低对道德规范的敏感

性, 但对结果的敏感性没有影响(Gawronski et al., 

2017)。这些影响变化不能被传统方法检测到, 从

传统道德两难困境方法来看, 这两种效应相互抵

消, 因为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增强了不作为倾向, 

而降低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降低了不作为倾向。

即传统分析方法表明, 问题框架对道德决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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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显著。而 CNI 模型对这一结果进行了进一步

说明, 该模型为对结果的敏感性、对道德规范的

敏感性和对行为反应偏好提供了单独的变量估计, 

指出传统分析方法在其内在变量之间的混淆。 

3.3  CNI 模型应用于社会因素的研究 

目前对于 CNI 模型应用的研究中, 应用于社

会因素的研究包括语言环境、权力以及宗教对道

德决策的影响。 

Shin 和 Kim 使用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的研

究发现语言环境和心理距离可以影响道德两难困

境决策 (Shin & Kim, 2017), 研究材料改编自

Greene 等人的道德两难困境情境(Greene et al., 

2008), 被试为韩语−英语双语者。研究 1 发现, 在

情感比认知加工更重要的个人冲突情境下, 母语

和外语条件下的功利论决策存在显著差异。与母

语条件下的被试相比, 外语条件下的被试更倾向

于做出功利论选择, 表明外语条件下被试的情绪

性更弱。研究 2 检验了心理距离是否会增加外语

效应, 结果表明, 在外语条件下的自我偏差效应

会降低, 证明外语效应是由情感反应的减少和决

策时的认知加工引起的, 而认知加工可能是由于

心理距离的增加引起的。同样地, 早期有学者得

到相同的实验结果, Cipolletti 等人早期研究的实

验结果表明, 在道德语境中, 当双语者面对外语

的道德两难困境时 , 更有可能做出功利论选择

(Cipolletti et al., 2016)。 

Bialek, Paruzel-Czachura 和 Gawronski 使用

CNI 模型研究了外语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的影响

(Bialek et al., 2019)。外语条件和母语条件下共 634

个被试对不同语言的道德两难问题做出选择并对

道德两难情境的理解度做出评分。结果发现, 外

语降低了对结果的敏感性和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 

并不影响行为反应偏好。而研究用传统两难困境

范式分析时, 母语和外语条件下被试的选择没有

差异, 与之前研究的结果(比起用母语处理道德两

难困境, 当人们用外语处理相同困境时更倾向于

功利论)相反。这一研究说明当人们用外语处理道

德两难困境时, 他们较少关注道德, 即外语降低

了功利论意义上对结果的敏感性, 以及道义论意

义上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这里要指出 CNI 模型

也具有一些局限, 首先, CNI 模型只关注个体对结

果、道德规范的敏感性以及个体的行为反应偏好, 

但外语可能会对道德决策产生额外的影响, 而这

是 CNI 模型的 3 个变量所无法观察到的。其次, 任

何基于 CNI 模型研究得出的结论取决于其 3 个变

量的结构效度, 如果不能充分操纵结果和道德规

范, 那么就可以质疑 C 变量和 N 变量是否分别有

效反映了个体对结果和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 

Suessenbach 的研究用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

考察权力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的影响(Suessenbach & 

Moore, 2015), 结果发现高权力条件下的被试会

做出更多功利论选择, 且研究发现当被试生命受

威胁时做出功利选择的可能性更大。而 Bertram 

Gawronski 和 Skylar M. Brannon 的研究使用 CNI

模型就不同方式诱发权力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的

影响进行了考察(Gawronski & Brannon, 2020)。研

究者用记忆回忆与分配社会角色这两种不同的方

式来诱发被试对权力 (高或低 )的体验 , 采用

Gawronski 等人的道德两难困境情境作为道德决

策的材料。结果发现比起被试回忆低权力经历 , 

在被试被要求回忆高权力经历时对道德规范的敏

感性较弱, 而对结果的敏感性以及对不作为的反

应偏好没有影响。在被试被分配到高或低权力的

社会角色条件下, 同样没有证据表明权力会影响

对结果的敏感性或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 与回忆

操纵的结果相反, 比起低权力条件, 在高权力条

件下被试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增强。综合分析表

明高权力增加了被试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 且研

究发现与社会角色操纵权力相比, 回忆的效果可

能更可靠。 

有研究证明了宗教性与道义论选择的相关

(Barak-Corren & Bazerman, 2017; McPhetres et al., 

2018)。也有研究者对宗教和道德决策间的关系进

行了探讨, 结果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宗教指导

的倾向能够正向预测道义论选择(Szekely et al., 

2015)。Korner 等学者用 CNI 模型对道德两难困境

决策中的个体差异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在 4 项研

究中, 有宗教信仰的被试对结果的敏感性比无宗

教信仰的被试要低(Korner et al., 2020)。因此 CNI

模型为传统分析得出的结论提供了进一步解释 , 

有宗教性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道义论选择是因为

其对结果的敏感性降低。 

4  总结 

4.1  传统道德两难困境模型与 CNI 模型 

道德两难困境决策中的功利论和道义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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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由来已久(Candee & Puka, 1984), 而传统道

德两难困境范式的观点在研究者长期的实验研究

中显现出其不适应性。第一, 传统道德两难困境

范式将功利论和道义论简单地作为对立关系, 具

有一定的简化性和模糊性, 缺少有效的指标量化

两种倾向。因为其结果观察到的差异是模糊的 , 

不能确定观察到的道德两难困境决策的差异是反

映了功利论倾向的差异, 还是道义论倾向的差异, 

还是两种倾向结合之后的差异。第二, 在传统两

难困境中, 将道义论倾向与不作为的反应偏好混

淆 , 将 功 利 论 倾 向 与 作 为 的 反 应 偏 好 混 淆

(Gawronski et al., 2016), 这些混淆会影响对道德

两难困境决策的准确解释。因为功利论原则只关

注行为结果 , 如果个体具有对作为的反应偏好 , 

其做出作为的选择并不是因为个体对结果的关注, 

那么其做出作为的选择被判定为功利论反应就应

被质疑。同样地, 道义论原则只关注行为与道德

规范的一致性, 如果个体具有对不作为的反应偏

好, 那么其做出不作为的选择并不是因为个体对

道德规范的关注, 那么个体做出不作为的选择被

判定为道义论反应也应该被质疑。第三, 从概念

上看 , 功利论决策是对行为相关结果的敏感性 , 

而道义论决策是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 因此, 要

将一个给定的选择判定并归类为功利论原则或道

义论原则就必须确定两种原则的概念属性, 这就

需要对结果和道德规范进行操作化定义和操纵。

而传统道德两难范式对结果和道德规范的实验操

纵是模糊且不够清晰的, 且传统范式只关注道德

规范禁止做出行为, 且做出行为的利益大于成本

的困境, 因此容易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背后的心

理过程得出不充分的结论。 

双加工理论是道德决策的经典理论(田学红 

等, 2011)。Greene 对道德决策的脑机制进行大量

实证研究(Greene, 2003; Greene et al., 2001), 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的双加工理论 (Greene et al., 

2004)。该理论认为道德决策是情绪直觉与审慎认

知并存的信息加工过程(谢熹瑶 , 罗跃嘉 , 2009), 

即道德决策既含有一个快速、无意识的“情绪”系

统, 又含有一个慢速、有意识的“认知”系统(王鹏 

等, 2011), 人们在加工道德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会

包含更多情绪因素, 也可能包含更多的认知加工

因素(田学红 等, 2011; 钟毅平 等, 2017)。这两种

加工方式参与的程度和方式不同, 而道德决策是

情感系统与认知系统相互竞争的结果(唐江伟 等, 

2015)。双加工理论认为做出道义论选择依赖于直

觉性的情绪反应, 而做出功利论选择依赖于认知

加工过程(喻丰 等, 2011; 张银花 等, 2020)。因此, 

如果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选择作为, 认为该个

体做出功利论选择, 主要是认知加工的结果。相

反, 如果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选择不作为, 认

为该个体做出道义论选择, 主要是情绪启动的结

果(田学红 等, 2011)。基于道德决策的双加工理

论, 情绪直觉和审慎认知可能是道德决策的两个

关键过程, 且不同的过程对应不同的道德原则。

然而人的推理过程并不是纯粹地认知思维过程或

情绪直觉过程(肖前国 等, 2009), 道德决策还可

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例如, 个体的行为反应

偏好, 个体在道德两难情境中倾向于作为或不作

为也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认知加工或情绪启动的

结果, 而 CNI 模型能够识别并加入个体的行为反

应偏好这一重要因素, 并用行为反应偏好来解释

个体做出的道德决策。 

4.2  CNI 模型的价值 

第一, 与传统范式相比, CNI 模型的一个主要

优点在于能够更清晰的识别影响道德两难困境决

策的重要因素。传统范式将对结果的敏感性、对

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和行为反应偏好合并到单一结

果中。因此, 当某一因素以互补的方式影响这 3

个组成部分时, 传统方法无法检测到该因素实际

存在的影响。例如在 Gawronski 等人对问题框架

影响道德两难困境决策的研究中(Gawronski et al., 

2017), 当使用传统方法分析道德两难困境时, 问

题框架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没有任何影响, 然而

用 CNI 模型分析得出的结果表明, 在传统方法中

对关注行为不同方面之间存在相互抵消的效应。

具体来说, 与关注道德行为的接受度相比, 关注

行为是否由个体执行会降低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 

增加对不作为的倾向。在传统方法中, 前者导致

个体接受行为, 后者导致个体拒绝做出行为, 当

这两个影响同时发生时, 作用相互抵消, 使得传

统方法对于问题框架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实际存

在的影响不敏感, 而 CNI 模型能对传统范式的结

果提供进一步的分析, 有效避免传统范式在内在

变量之间的混淆。 

第二, CNI 模型增加了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

和精确性。由于传统范式在分析道德两难困境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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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结合了不同来源的影响, 因此传统范式的测

量结果具有模糊性, 这种模糊会导致实验的可重

复性降低。首先, 模糊的测量会导致在一个效应

的初始对效应量的夸大估计, 这可能破坏在适当

样本大小的效力分析中使用这些夸大估计的效应

量。其次, 当给定因素同时影响的因素因抽样误

差而在研究中有所不同时, 不同的测量来源可能

降低研究的可重复性。例如, 在 Gawronski 等人对

精 神 病 性 影 响 道 德 两 难 困 境 决 策 的 研 究 中

(Gawronski et al., 2017), CNI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精

神病性对结果的敏感性、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以

及对不作为的反应偏好的影响具有可重复性。然

而, 用传统方法分析的研究结果仅在第二个实验

中有此影响, 在第一个实验中没有显著影响。类

似地, 在 Gawronski 等人对认知负荷影响道德两

难困境决策的研究中, CNI 模型分析表现出认知

负荷对不作为反应偏好的可重复性影响, 而传统

方法的分析结果并不稳定。因此, CNI 模型能够为

研究道德两难困境决策提供更好的方式, 通过解

决影响可重复性的问题, 提高研究人员区分实际

影响的能力, 进而提高研究的可重复性。 

第三, CNI 模型解决了传统范式混淆功利论

和道义论以及对行为的反应偏好这一问题。CNI

模型对结果和道德规范进行操纵, 对功利论意义

上对结果的敏感性、道义论意义上对道德规范的

敏感性、行为的反应偏好这 3 个影响变量分别进

行估计。它在检测实验影响方面更加精确, 变量

估计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更小, 且 CNI 模型能够

为传统范式分析结果提供进一步的精确解释。 

4.3  CNI 模型的不足与展望 

研究表明 CNI 模型已得到广泛的证实, 是目

前在道德决策领域比较先进的方法, 但在实验过

程中也发现这一模型仍有其局限性。 

第一, CNI 模型对结果、道德规范和行为反应

偏好的有限关注。虽然这 3 个变量与多数研究中

要验证的假设相吻合, 但一些对道德两难困境决

策产生的额外影响可能无法用 CNI 模型所观察

到。例如, 在 Michał Białek 等人对外语影响道德

两难困境的研究中, 与先前研究结果发现外语导

致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功利论的选择相反, CNI 模

型分析发现外语降低了对结果的敏感性和对道德

规范的敏感性 , 而不影响个体的行为反应偏好

(Bialek et al., 2019)。这说明人们使用外语处理道

德两难困境时较少关注道德, 这种额外因素无法

用 CNI 模型查证。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对 CNI 模型

进行修改以观察到影响道德决策的其他影响因

素。其次, 未来研究应关注于如何充分操纵结果

和道德规范。任何基于 CNI 模型研究得出的结论

取决于其 3 个变量的结构效度, 如果不能充分操

纵结果和道德规范, C 变量和 N 变量是否分别反

映了对结果和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就必然会受到

质疑。 

第二, CNI 模型使用的道德两难困境决策情

境的真实性。CNI 模型和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

相同, 研究者希望通过简单的故事情境以及个体

做出的简单反应来推测道德决策的原因和机制 , 

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要比实验中更复杂, 掺

杂着各种因素, 研究者的简单化处理很可能会以

牺牲研究的生态效度为代价。未来研究应考虑道

德两难困境情境的效度问题, 如何能够将道德情

境真实性最大化。 

第三, CNI 模型不适用于个体差异研究。该模

型适合涉及各组之间比较的研究(例如实验组或

具有已知特征的组), 但是它不适用于个体差异的

研究。在个体差异研究中, CNI 模型必须基于每个

被试的数据(而不是来自被试组的汇总数据)进行

分析, 而 Gawronski 等人采用的 24 个道德两难困

境决策所能提供的实验次数较少(Gawronski et al., 

2017), 少量的观察结果经常导致个体水平的模型

拟合程度不佳, 无法在个体层面获得可靠的估计

(Korner et al., 2020)。为了解决这一局限, 有研究

者开发并测试了一组更大的道德两难困境情境应

用于道德决策的个体研究(Korner et al., 2020), 这

些困境可以用来增加模型的观察次数。然而这一

做法也有其缺点, 即在研究过程中, 道德两难困

境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被试产生疲劳效应。因

此, 任何增加道德两难困境情境的研究将不得不

在具有少量困境的不可靠的参数估计与具有大量

困境情境增加被试疲劳的可能性之间权衡取舍。 

第四, CNI 模型并没有完全驳斥倒传统道德

两难困境范式。从根本上来讲, CNI 模型仅对功利

论和道义论进行重新操作化定义, 又重新建立道

德两难困境决策材料, 使其很难与传统两难困境

范式进行同一水平上的比较, 更缺少一针见血的

证据推倒道德两难困境范式的理论假设。未来研

究需对 CNI 模型进行完善或重新建立模型, 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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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两难困境范式进行比较, 进一步对道德决

策的机制进行探讨。 

第五, CNI 模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

CNI 模型由西方学者 Gawronski 建立, 近年来该

模型在道德领域的研究得到西方学者们多方面的

验证, 证明该模型为道德决策的影响因素及作用

机制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可能导致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道德认知的不同 , 

那么其背后的心理机制是否存在差异(詹泽, 吴宝

沛, 2019), CNI 模型是否适用于东方文化, 需要跨

文化研究来探讨这一问题。在中国的已有研究中, 

CNI 模型应用于道德领域的研究甚少, 暂没有强

有力的证据证明 CNI 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未来

应补充 CNI 模型应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相关研究, 

进一步证实 CNI 模型的有效性并加以改进。 

CNI 模型通过多项式建模的方法, 分别计算

被试对结果的敏感性、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以及

个体的行为反应偏好, 能够更清晰地识别影响道

德决策的重要因素。较传统道德两难范式而言 , 

CNI 模型更准确解地解释了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

中的反应。虽然 CNI 模型弥补了传统道德两难困

境范式的部分不足, 且研究者们使用 CNI 模型对

道德决策的影响机制做了一定的研究, 但仍存在

争议和矛盾, 道德决策的确切机制仍不清楚, 其

心理机制也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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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CNI model in the studies of moral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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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1000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Applied Psycholog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10000, China) 

Abstract: Moral decision-making is operationalized by the final choice making after weigh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ehaviors and their following outcomes, when an individual faces a moral 

dilemma with conflicting moral values or needs. The traditional moral dilemma is though a classical and 

established paradigm for studying moral decision, however, still has been widely criticized for its unrealistic 

scenarios and lack of effective indicators to quantify utilitarian and deontological response, which strongly 

affect the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moral decision-making.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moral dilemma paradigm, the CNI model of moral decision-making uses multinomial modeling to quantify 

the individual sensitivity regarding consequences and moral norms, and general behavioral preference, and 

therefore can more clearly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moral decision-making.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further factors that affect moral decision-making,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moral scenarios, and 

cross-cultural generalisability to optimize the CNI model,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moral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moral decision, moral dilemma, CNI model, dual processing theory 

 


